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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为切入点，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城市发
展质量测算体系，选取中国 284 个城市 2005—2018 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城市
发展质量指数，进而围绕测算指数分析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与区域差异，并构建 SDM 模型分析政
府与市场两个主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驱动作用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 ( 1) 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质量整
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和“东强西弱”的格局，且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 ( 2) 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
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质量相近的城市在空间上具有聚集特征; ( 3) 政府对城市发展质量提升起到了促
进作用，而市场对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且这一机制对不同质量维度起到的作用存在差

异; ( 4) 政府与市场对城市发展质量均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针对个别质量维度的检验结果存
在负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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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已经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阵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城市建设进入到高速扩张阶段，城镇化率在 2019 年达到历史性
的 60. 6%，建成区总面积接近 6 万平方公里。然而，在城市建设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长期重规
模、轻效率的粗放式发展引发了实际城镇化率偏低、主城区人口过度聚集、产业结构落后、自然资源
和社会资源紧张、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加大、环境质量约束矛盾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
题，严重制约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期中国整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掣肘。面
对这一严峻且复杂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2 月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1］。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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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指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3］。鉴于此，
思考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质量如何? 不同城市发展质量存在怎样的差距? 城市之间发展质量存在怎

样的相互影响? 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分别对城市发展质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些疑问就成为当下亟待攻克的难题。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5 个方
面构建城市发展质量综合测算体系，旨在科学准确地展现出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并总结城市发展

质量的时空演变规律，检验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驱动力量，进而从理论上丰富城市发展质量的相

关研究成果，从实践中为城市如何提升发展质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供经验证据。

一、研究综述

质量最初被定义为微观层面产品的适用性，在宏观层面表示为满足需要的程度。以此为基础，
国内外学者围绕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首先，有学者将经济发展质量表述为经济
发展满足使用者需要的能力或程度，强调经济发展对人的适用性。巴罗( Barro Ｒ) ［4］认为经济发展
质量要考虑社会、政治、宗教等诸多因素，概念较为宽泛，其内涵除了转变发展方式和优化发展结构
以外，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结果的质量水平，即对人的需求的满足程度。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
转型期，围绕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加。一般来说，高质量是经济发展质量处于高水平
时的状态，本质是要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内涵更加丰富多维，发展路径更加清晰

具体。魏敏等［5］认为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
区域协调共享、产品服务优质、基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成果惠民等要素是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已经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阵地，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排头兵。城市高质量发展也就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城市层面的延伸，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在城市层面上的根本要求和集中体现。城市发展质量的内涵依然突出人的核心地位，如发达国家
后工业化时代高度城市化的普遍特征是围绕人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治理［6］，首先强调了发展成果

的普惠与共享。此外，学术界还从城市发展的过程和成果 2 个阶段丰富了城市发展质量的内涵:
( 1) 过程阶段。辜胜阻等［7］认为城镇化发展要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从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向质量的
内涵式发展; 藤田( Fujita M) ［8］等研究发现，对外贸易可以通过溢出效应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地区
经济增长质量。( 2) 成果阶段。陆铭［9］主张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城市间均衡发展，反映了城市发展
质量对协调的要求; 袁晓玲等［10］试图寻求在空气污染约束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最优路径，以实现

城市高质量发展。不难发现，上述对城市发展质量内涵的探讨各有侧重，但可以归纳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在城市层面的体现。
部分学者试图构建指标体系量化城市发展质量，力求直观反映出城市发展的实际水平。马奔

等［11］基于经济、社会和生态城镇化三方面应用突变理论，量化了“京津冀”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镇
化质量，马卫等［12］采用熵值法，从我国 31 个省份的经济、社会、生态、城乡和城市现代化 5 个方面
出发，测度了新型城市化水平。此外，陈( Chen M X) 等［13］使用包含多参数的象限图法，研究了世
界格局下我国 110 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对量化的城市化水平横向对比研究作了有益补充。然而，
由于城镇化或城市化质量与城市发展质量在内涵上存在差异，研究结论仅能间接地反映出城市的

发展质量。白先春等［14］采用综合评价法，量化了江苏省 13 个城市的发展质量，杨文等［15］采用熵
权法，测算了我国 288 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上述研究模式又缺乏对城市发展质量内涵的梳理与探
讨，构建的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全面地表征城市发展质量。
随着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发展质量的动力来源与机制。国外学者更多

关注的是人口、产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倾向于从市场自发角度看待城镇化问题，如亨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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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derson J V) ［16］基于 142 个国家的城市数据，发现人口迁移带动的人才集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
力，正向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国内关于动力机制的研究则多以动力的类型和主导模式 2 个视角为
主［17］，如陈明星等［18］将城市化发展动力概括为行政力、内源力、外向力、市场力 4 种类型，
刘传江［19］分析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动力按照主导模式可以划分为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但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或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问题，与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存在内涵上

的差别，且研究多倾向关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随着我国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市场在城市发展质

量提升中扮演的作用将愈发重要。
上述文献围绕城市发展质量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以下 3 点不足: ( 1) 现

有大量研究专注于对城镇化、城市化质量的内涵释义与水平测度，而城镇化或城市化内涵强调“化”的
过程属性，未能兼顾过程与结果的质量，难以直观全面地展示出城市发展水平; 虽然部分文献直接对

城市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但疏于对内涵的挖掘，构建的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全面地展示城市发展水平。
( 2) 现有关于城市发展质量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的主流做法是直观对比数据、计算变异系数或泰尔指数
等，忽略了子区域间分布导致的组内交叉重叠问题，无法全面识别差异的贡献来源。( 3) 现有文献集
中研究了推进城镇化或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探究的是相关因素如何推进城镇发展或城市建设，鲜有文

献关注推动城市发展质量的动力机制，特别是对相关问题的空间效应考虑较少。
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 3 个方面推进研究: ( 1) 从城市发展质量的内涵入手，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框架构建测算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得出中国 284 个
城市 2005—2018 年的发展质量指数，力求更加直观、全面、真实地反映出现阶段城市发展水平，拓
展了城市发展质量研究思路，提供了更加完整可靠的经验证据; ( 2) 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20］的分
解思想，考察了 2005—2018 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差距的演变，展现出城市发展质量差异的具体来
源，丰富了针对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问题的研究，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城市发展质量提

升政策、缩小质量差距提供了参考; ( 3) 针对政府和市场 2 个主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动力进行理论
和实证 2 个方面的分析，并借助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政府与市场 2 个主体推动城市发展质量提
升的空间效应，丰富和拓宽了关于推动城市发展质量提升问题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

二、政府与市场驱动城市质量提升的机理分析

以新发展理念为内核的城市发展质量系统体现了城市发展的着力点，更进一步，则需要厘清提

升城市发展质量的驱动力量。一般来说，城市发展离不开市场与政府 2 种力量的推动。市场能够
有效驱动要素在区域集聚形成城镇雏形，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扮演高效配置要素的角色，以促

进效率提升，保障城市发展质量; 政府能够纠正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政府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追求公平以保障城市发展质量。
具体来看，政府一般通过财税工具运用收、支 2 种直接手段，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在追逐利润最大

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源配置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周期波动等缺陷，从而提高人民的
劳动获得感、生活幸福感和社会安全感，保证人民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对城市质量提升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征收税费能够影响纳税主体的经济活动成本，对经济结构进行有目的的调
整。政府通过采取系统而有差异性的税收政策能够促进研发投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的方式向创新驱动的方式转变［21］。特别是由于财产税具有
典型的受益税特征［22］，政府对其征收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有效保障了城市的发展质量。另一方面，
财政支出是政府履行效率、公平、稳定三大职能的直接体现。政府购买性支出具有市场性再分配的属
性，能够引导市场上的要素与资源进入指定领域，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对城市发展质量提升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转移性支出具有非市场性再分配的属性，主要保证收入再分配的实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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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保障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进而推动了城市质量的提升。总之，制度优势产生的资源配置优势，能
够涵盖经济社会的多维层面，并逐渐由资源配置优势转化为协调优势、平衡优势、互补优势，进而形成
综合优势［23］。当然，如果政府推行的政策存在局限性或实施不当，则很大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推动城
市发展质量提升的效果，甚至会因为过度干预产生消极的影响。
合理完善的市场机制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带动经济社会高效运转，有效推动城市发展

质量提升。一方面，竞争机制能够使社会生产活动的供给方逐步提高供给质量。一定程度的市场
竞争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24］，会通过利润激励促使企业不断投入生产技术变革要素并创新运营管

理模式，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促使资源利用更趋高效化，提高厂商的商品供给质量，从微观层面保障

了城市发展质量的运行。这一过程中，收入激励促使劳动者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以增强业务素
质与竞争能力，提升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质量，最终保障社会生产活动高质量运行。另一方面，价
格机制能够弥补供需缺口，保障商品资源有效配置。供需动态平衡可以传递价格信息进而影响到
参与市场活动的各个主体的社会与经济行为［25］，促进各地区间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引导区域

与国际间贸易活动的繁荣发展，促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有效缓解供需总量性、结构性等矛盾，保
障要素使用者和商品消费者等主体的需求质量，从而对城市质量提升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市场天
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与逐利性等特征，容易导致市场失灵问题产生。若存在市场发育不完善或市
场监督管理失位等问题，将不利于市场推动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甚至产生消极的影响。
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对城市发展质量产生的作用还可能体现在空间溢出效应上，即政府与市

场对本地区城市发展质量产生影响的同时，还可能在空间维度上对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质量产生

作用。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提出的生产要素外溢等路径导致的空间相关性观点，认为: ( 1) 城市间发
展质量可通过技术转移提升生产效率、强化生态治理能力; ( 2) 可以通过要素扩散优化产业结构、
趋近最优配置; ( 3) 可以通过示范效应提升社会保障力度、强化开放包容观念。基于此，可以认为
政府、市场两大主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驱动作用，可通过上述路径对城市发展质量产生正向的空间
溢出效应，而地方政府如果因“晋升锦标赛”而忽略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或者市场因竞争产生市
场失灵问题，那么两个主体可能通过上述路径对城市发展质量造成负面的空间溢出影响。

三、城市发展质量测算与分析

( 一) 测算体系构建

本文构建的中国城市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包含 5 个维度、3 个层级，共计 50 个基层指标，具体选
取指标见表 1。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新
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清晰思路、指引了明确方向，并且新发展理念是对以人为核心、注
重质量与效率、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的高度概括，因此，本文以新发展理念的 5
个维度为准则层，( 1) 从创新维度回答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效率问题。本文借鉴数据包络分析的
投入产出思想，试图通过观察城市在投入、产出和转化方面的成果来反映其经济发展的效能与可持
续性。( 2) 从协调维度回答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城乡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
不平衡以及居民收支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等问题，其中鲜有学者在量化城市发展质量时使用消费收

入比这一指标，但消费收入比能够有效表明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意愿，按照凯恩斯消费理论，高消费

社会的经济内生力量较强，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26］。( 3) 从绿色维度回答了城市发展的代价问
题。本文借鉴环境质量是环境污染与吸收综合作用结果的思想［27］，以资源禀赋和污染排放分别表
征城市环境承载力与污染排放量，并以污染治理表征城市在提升环境质量方面的主观能动程度。
( 4) 从开放维度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分别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吸引力与带动力。人口与产业在
城市集聚，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的宜居程度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较高的货物出口额和对外承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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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营业额能够说明城市产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5) 从共享维度回答了发展的根本目的问题。
本文借鉴“弓弦箭的”模型思想［28］，以“硬条件”和“软保障”两类指标全面表示城市保障与改善民
生的成果，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表 1 城市发展质量测算体系

准则层 领域层 指标层

创新

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 ) 、Ｒ＆D 内部经费支出( + ) 、Ｒ＆D 全时人员当量
( + ) 、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 )

产出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 ) 、发明专利授权数( + ) 、高校科技论文数量( + )

转化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 ) 、新产品销售收入( + )

协调

城乡

市辖区人口比例( + ) 、城市建设用地占全市面积比例( + ) 、市辖区人口密度
( － )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 － ) 、市
辖区与全市人均生产总值比( － )

产业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 + ) 、第三产业产值占地方生产总
值比例( + )

购买力 消费收入比( + ) 、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 )

绿色

资源禀赋 园林绿地密度( + )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 ) 、水资源总量( + )

污染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 ) 、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 － )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 － ) 、生活垃圾清运强度( － )

污染治理
能源强度( － )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 )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 ) 、城镇
污水集中处理率( + )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开放
引进来

人口净流入( + ) 、货物进口额( + )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 ) 、当年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 )

走出去 地区出口总值( + ) 、货物出口额( + ) 、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 )

共享

硬条件

道路密度( + ) 、排水管道密度( + ) 、居民人均生活用气量( + ) 、居民人均生
活用电量( + )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 + ) 、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数( + ) 、
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 ) 、互联网宽带接入比例( + )

软保障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 )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 + ) 、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 )

注: 括号内为指标性质，“+”表示为支撑指标，“－”表示为压力指标。

本文以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的地级市为研究样本( 我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
的样本未作为研究样本) ，考虑其中遵义、吐鲁番等 14 个地级市数据的可得性、连续性问题，最终
样本为 2005—2018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本文指标数据的主要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 市) 年鉴和统计局官网等。对于个别指标
未统计到市级数据的问题，本文按地区生产总值占比或常住人口占比以省级数据进行折算，其余个

别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和插值法补齐。
( 二) 测算方法与步骤

本文使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客观确定影响城市发展质量相关因素的权重，并测度城市发展质

量。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由拉开档次法改进而来，适用于面板数据的综合评价，能够最大限度拉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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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可以较好解决因样本容量过多而导致的测度结果趋近问题，其步骤如下。
步骤 1: 对原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避免所选指标单位不统一而导致数据的数量级差距悬

殊问题，本文首先采用极值法处理原始数据，并且用极值法进行无量纲处理，可以使被测算对象差

异最大。用 xij ( tk ) 和 x*ij ( tk ) 分别表示城市 i的第 j 个指标在 tk 时刻的数值和标准化后的数值，支
撑指标与压力指标的极值法处理公式如下。
支撑指标:

{ x*ij ( tk ) } =
xmaxj － xij ( tk )
xmaxj － xminj

，i = 1，2，…，n; j = 1，2，…，m ( 1)

压力指标:

{ x*ij ( tk ) } =
xij ( tk ) － xminj

xmaxj － xminj
，i = 1，2，…，n; j = 1，2，…，m ( 2)

式( 1) ( 2) 中，xmaxj 为样本区间内所有城市第 j个指标中的最大值，xminj 为样本区间内所有城市

第 j个指标中的最小值。
步骤 2: 构造实对称矩阵 Hk 和 H:

Hk = AT
k Ak，k = 1，2，…，N， ( 3)

H = ∑
N

k = 1
Hk，k = 1，2，…，N。 ( 4)

式( 3) 中，Ak =

x11 ( tk ) … x1m ( tk )

… …
xn1 ( tk ) … xnm ( tk









)
，k = 1，2，…，N。

步骤 3: 求解 H的最大特征值和标准特征向量 λ'。
步骤 4: 归一化处理标准特征向量 λ'，确定组合权向量 ω j。
步骤 5: 计算城市发展质量 udqi ( tk ) :

udqi ( tk ) = 100∑
m

j = 1
ω j x

*
ij ( tk ) ，k = 1，2…N，i = 1，2…n ( 5)

式( 5) 中，udqi ( tk ) 为被测算城市 i在 tk 时期的发展质量。
( 三) 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

1. 从整体测算结果看
我国城市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得益于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产业结构逐渐

优化、城乡发展趋于协调、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等，以测算期内 284 个城市发展质量的平均值代表的
全国城市发展质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由 2005 年的 69. 48 上升到 2018 年的 78. 96，增幅达
13. 64% ( 详见图 1) 。14 年间所有城市中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最高的是北京市，得益于其较强的创
新投入与产出、便利的对外合作条件和普惠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在创新和协调维度的均值均位
于全国第 1 位，共享和开放维度的均值则分列全国第 2 和第 6 位，但绿色维度均值仅位于全国第 34
位，是城市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抓手。城市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最低的是甘肃省金昌市，归因
于其较小的人口规模、较低的资本积累和不占优势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其创新、协调和绿色等 3 个
维度的均值均位于后 20 位。城市发展质量排在前 10 位的城市还有深圳、广州、天津、上海、杭州、
佛山、厦门、中山、无锡等，这些城市在创新、协调与开放等 3 个维度上整体表现较好且差异不明显;
在绿色维度上则整体表现不佳，与城市发展质量排位差距较大; 在共享维度上则存在较大差异，呈

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其中厦门、天津、无锡、上海等城市排名较为靠后。排在后 10 位的城市还有临
汾、中卫、白银、来宾、昭通、石嘴山、伊春、六盘水、鹤岗等，这些城市在创新、协调与绿色等 3 个维度
上整体表现不佳; 在开放与共享 2 个维度上则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昭通与六盘水在开放维度上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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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和 24 位，白银在共享维度上排在第 48 位。此外，在选取人均、地均、强度等指标以加强城市
间可对比性、公平性和避免规模“取胜”的基础上，城市发展质量较好的依然是人口、经济具有较大
规模的城市，印证了规模效应在城市发展中的体现。人口方面，排名前 6 的城市 2018 年常住人口
均超过 1 000 万; 后 10 位城市中，除昭通、临汾外的其他城市 2018 年常住人口均少于 300 万。经济
方面，除厦门、中山外，其余前 10 位城市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均高于 1 万亿人民币; 除六盘水、昭
通和临汾外，其余后 10 位城市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均低于 1 千亿人民币。

图 1 城市发展质量时空演变特征

2. 从时间层面分析
首先，从区域层面看，测算期内各区域城市发展质量均呈上升趋势，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年均

增幅依次为 0. 67%、1. 10%、1. 23%和 0. 92%，其中东北地区在 2012 年后增速明显趋缓，西部地区
在测算期内增速的波动幅度较大; 此外，西部地区 2005 年城市发展质量位列最后，在 2014 年实现
对东北地区的超越。其次，从城市层面看，测算期内增速较快的城市有石嘴山、忻州、吴忠、朔州和
中卫，城市发展质量提升幅度均超过 34%，5 个城市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其中石嘴山、吴忠和中卫均
位于西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这 3 个城市发展质量较快增长可归因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生态资源丰
富和旅游需求的不断增长等对协调、绿色和共享 3 个维度的正向贡献作用; 城市发展质量增速不明
显的城市有廊坊、潍坊、镇江、泰州和烟台，这 5 个城市均位于东部地区，且距离各自的中心城市较
近，增速缓慢的原因可能是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依旧强劲，导致测算期间内这些城市在创新、共享
2 个维度没有显著提升。

3. 从空间层面分析
现阶段我国城市发展质量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排名前 10 的城市均位于东部地区、前

50 有 95%位于东部地区，排名后 10 的城市中 7 个城市位于西部、2 个城市位于东北、1 个城市位于
中部，后 50 的城市均位于中西部或东北地区。其中，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
广东、山东、北京、上海、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城市凭借先发优势形成了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
在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先进的农村发展观念、便利的沿海区位和较为完善的保障制度等方面形成
优势，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等 4 个维度上形成竞争力，但在绿色维度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发
展质量较低的城市则较为分散，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及宁夏等地区主要由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两方面均存在困境，造成了较低的城市发展质量。此外，通过分析各城市具体数值可以发现，东部
和中部地区区域内城市间发展质量差异不明显; 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存在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因

此区域内部体现出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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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城市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力量驱动经济要素不断向我国东部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聚集，城市作为承

接经济要素流动的空间载体，在“量”上形成了显著的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引起了关于协调发展、
缩小差距的广泛关注，地方政府基于晋升激励的政策也倾向推动总量意义上的发展以缩小区域差

距［29］。同时，也有学者从人均收入等角度出发来看待区域的均衡发展问题，认为经济集聚导致区
域间差距扩大只是阶段性表现［30］，最终会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这一观点也逐渐被接受。
因此，更科学合理的做法是从“质”上重新考量区域差异问题。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质量内
涵，弱化了城市总量意义上的发展成果，突出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注，突出对城市

发展的效率、公平和可持续性的要求。因此，探究城市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特征能够更加深刻认识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纠正对于总量差距的过度关注; 进一步，明晰区域差异的贡献来源为缩小

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差异提供新的政策着力方向。本文使用 Dagum 基尼系数法客观衡量城市发展
质量的区域差异。Dagum 基尼系数由传统基尼系数改进而来，适用于截面数据，其相较于变异系
数、泰尔指数等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不仅考虑了对总体样本按子区域分解后区内差异和区间差异同
时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考虑了由于某个体异于其所属子区域样本均值特征带来的交叉重叠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质量总体基尼系数在 2005—2018 年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 详见表 2) ，最高值

为 2005 年的 0. 038 5，最低值为 2018 年的 0. 016 1，年均降幅接近 4. 2%，平均值为 0. 024 7。子区域
内差距贡献、子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和超变密度贡献平均值依次为 0. 005 3、0. 014 2 和 0. 005 2，三
者与总体基尼系数趋势一致，均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年均降幅分别为 4. 1%、4. 0%和 4. 5%，
最高值均出现在 2005 年，最低值均出现在 2018 年。子区域内差距贡献率、子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和
超变密度贡献率均值为 21. 69%、57. 04%和 21. 27%，三者围绕均值上下波动，无明显增减趋势。
可以发现: ( 1) 各城市在指标选取遵循人均、地均、强度等原则以加强可对比性、公平性和避免规模
“取胜”的基础上，城市间发展质量差异是逐渐缩小的; ( 2) 子区域间差异是城市发展质量总体差异
的首要来源，表明我国城市发展质量在区域间的差异较为明显，东、中、西和东北 4 个区域间城市发
展的协同效应较弱; ( 3) 子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相近且贡献率较低，表明各自

表 2 城市发展质量总体 Dagum基尼系数贡献及其贡献率

年份 全国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2005 0. 038 5
0. 007 9 0. 023 4 0. 007 2

20. 41 60. 82 18. 77

2006 0. 034 6
0. 007 1 0. 020 3 0. 007 2

20. 60 58. 64 20. 76

2007 0. 028 0
0. 006 4 0. 014 6 0. 006 9

23. 03 52. 25 24. 72

2008 0. 029 3
0. 006 4 0. 016 7 0. 006 2

21. 73 57. 23 21. 04

2009 0. 028 3
0. 006 0 0. 017 2 0. 005 1

21. 11 60. 74 18. 15

2010 0. 025 1
0. 005 3 0. 015 4 0. 004 5

21. 02 61. 25 17. 73

2011 0. 029 3
0. 006 7 0. 017 2 0. 005 5

22. 71 58. 45 18. 84

年份 全国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2012 0. 022 7
0. 005 1 0. 011 8 0. 005 7

22. 64 52. 14 25. 22

2013 0. 021 0
0. 004 8 0. 011 0 0. 005 3

22. 64 52. 12 25. 25

2014 0. 018 2
0. 003 8 0. 010 7 0. 003 7

21. 02 58. 70 20. 28

2015 0. 017 3
0. 003 7 0. 009 3 0. 004 2

21. 57 53. 89 24. 54

2016 0. 016 4
0. 003 4 0. 010 1 0. 002 9

21. 01 61. 34 17. 65

2017 0. 021 4
0. 005 0 0. 010 4 0. 006 0

23. 34 48. 68 27. 98

2018 0. 016 1
0. 003 3 0. 010 0 0. 002 7

20. 84 62. 30 16. 87

注: 第 2、第 7 列表示全国基尼系数; 3 ～ 5、8 ～ 10 列表示基尼系数贡献及贡献率，其中各年份第 1 行是基尼系数
贡献，第 2 行是基尼系数贡献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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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城市发展质量差异较小，各区域内城市发展质量趋近，此外，由于超变密度较小表示均值较

小的子区域中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与均值较大的子区域均值相比增长幅度不大，因此，也表明某一

城市的发展质量与其所属子区域特征相近，区域间交叉重叠带来的差异较小。

四、城市发展质量的动力机制检验

( 一) 空间自相关分析

探究现有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是进一步谋求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区域城市整体发展的基

础。本文使用莫兰( Moran’I) 指数量化空间相关性程度，客观反映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 ESDA方法的城市发展质量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Moran’I公式为:

I =
n∑

n

i
∑

n

j
wij ( udqi － udq) ( udq j － udq

(
)

∑
n

i
∑

n

j
w )ij ∑

n

i
( udqi － udq) 2

( 6)

式( 6) 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分别选取一阶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进
行考察。且 － 1≤I≤1，I值为正时，表示空间正相关; I值为负时，表示空间负相关。
基于 LISA检验的城市发展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测算公式为:

Ii =
udqi － udq

∑
n

i
∑

n

j
wij

∑
n

j = 1
wij ( udqi － udq) ( 7)

据测算结果可将城市发展质量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分为“高－高”“高－低”“低－高”以及“低－
低”4 类。若某一城市局部空间相关性结果显示属于“高－低”类别，则证明该城市的发展质量比周
围城市高。
从全局空间相关性测算的结果详见表 3，3 种空间矩阵测算的 Moran’I指数均在波动中保持稳

表 3 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Moran’I指数

一阶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年份 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2005
0. 449＊＊＊

( 11. 333)
2012

0. 262＊＊＊

( 7. 379)
2005

0. 138＊＊＊

( 18. 818)
2012

0. 064＊＊＊

( 10. 138)
2005

0. 070
( 2. 418)

2012
0. 112＊＊＊

( 4. 238)

2006
0. 414＊＊＊

( 10. 427)
2013

0. 335＊＊＊

( 8. 827)
2006

0. 130＊＊＊

( 17. 745)
2013

0. 080＊＊＊

( 11. 707)
2006

0. 128＊＊＊

( 4. 295)
2013

0. 149＊＊＊

( 5. 253)

2007
0. 301＊＊＊

( 7. 616)
2014

0. 431＊＊＊

( 10. 865)
2007

0. 095＊＊＊

( 13. 055)
2014

0. 124＊＊＊

( 16. 956)
2007

0. 141＊＊＊

( 4. 744)
2014

0. 119＊＊＊

( 4. 009)

2008
0. 378＊＊＊

( 9. 541)
2015

0. 404＊＊＊

( 10. 219)
2008

0. 124＊＊＊

( 16. 968)
2015

0. 114＊＊＊

( 15. 643)
2008

0. 173＊＊＊

( 5. 760)
2015

0. 134＊＊＊

( 4. 503)

2009
0. 386＊＊＊

( 9. 739)
2016

0. 378＊＊＊

( 9. 723)
2009

0. 120＊＊＊

( 16. 380)
2016

0. 121＊＊＊

( 16. 927)
2009

0. 184＊＊＊

( 6. 125)
2016

0. 051*

( 1. 831)

2010
0. 448＊＊＊

( 11. 279)
2017

0. 324＊＊＊

( 8. 194)
2010

0. 132＊＊＊

( 18. 002)
2017

0. 095＊＊＊

( 13. 164)
2010

0. 214＊＊＊

( 7. 106)
2017

0. 123＊＊＊

( 4. 139)

2011
0. 242＊＊＊

( 6. 322)
2018

0. 431＊＊＊

( 10. 886)
2011

0. 068＊＊＊

( 9. 801)
2018

0. 144＊＊＊

( 19. 594)
2011

0. 105＊＊＊

( 3. 665)
2018

0. 065＊＊

( 2. 237)

注:＊＊＊、＊＊和* 表示变量分别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 括号中为 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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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表明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始终存在且保持稳定。其中，一阶邻接矩阵 Moran’I 指数较
高且最为显著，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空间上相邻的城市间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相
关性，城市发展质量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极为明显，表现在某一城市发展质量提高的同时，可能通

过生产要素转移、示范效应引领等方式带动周围城市的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选取地理距离矩阵
测算的 Moran’I指数相对邻接矩阵较小，但系数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
验，表明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城市间距离的不断缩小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互影响作

用，依然可以归因于空间上距离较近的城市可通过生产要素转移、示范效应引领等方式相互促进城
市发展质量提高。选取经济距离矩阵测算的 Moran’I指数最小，且显著性也较弱，但 14 年中，依然
有 11 年的系数值检验结果通过 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经济规模相近的城市间由于科技创新
投入力度、城乡协调发展程度、生态环境受影响因素、包容开放的发展理念、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等
方面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同等城市间发展的借鉴意义较大，带来的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溢出性也较

为显著。

① 囿于篇幅，文中未展示具体结果，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

从局部空间相关性的测算结果①看，城市发展质量呈现“高－高”“低－低”类别的城市数量较
多，且两类城市占比由基本相等逐步演化为“高－高”类别占比较高，进一步表明我国城市发展质量
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发展质量在相互促进中逐步提高。( 1) 选取一阶邻接矩阵和地理距
离矩阵的空间局部相关性显示，东莞、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属于“高－高”类别; 安顺、鹤岗、黑河、
呼伦贝尔等城市属于“低－低”类别; 沈阳、哈尔滨、西安、南宁等城市属于“高－低”类别; 汕尾、滁
州、承德、黄冈等城市属于“低－高”类别; 城市发展质量相近的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出聚集效应，东部
地区“高－高”类别城市较多，构成城市发展质量的“高地”; 西部和东北地区“低－低”类别城市较
多，是城市发展质量的“洼地”，而“洼地”中的中心城市一般发展质量较高，表明我国城市发展质量
较低区域的中心城市空间外溢性较弱，依然处于虹吸效应强于辐射带动效应的阶段。( 2 ) 选取经
济地理矩阵的空间局部相关性显示，北京、无锡、镇江等城市属于“高－高”类别; 百色、荆州、河源等
城市属于“低－低”类别; 汕头、宜春、济南等城市属于“高－低”类别; 榆林、嘉峪关、鄂尔多斯等城市
属于“低－高”类别; 以经济距离矩阵测算的局部空间相关性能够较好展示经济规模相当的城市间
发展质量的相关性，上述结果能够说明，在经济规模相当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城市发展质量要优于

其他地区。
(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通过上述检验，得出城市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因此，有必要采用空间面板回
归模型研究政府与市场两大主体推动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进一步明晰其空间溢出效应。本
文首先对相应数据进行 LM检验，空间滞后与空间误差的 LM检验均显著拒绝原假设; 进一步的 LＲ
检验结果表明 SDM模型不会退化为 SEM模型和 SAＲ模型; 本文进一步选取空间面板 SDM模型对
数据进行 Hausman检验，结果均在 1%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最终构建如下模型:

lnyit = C + β1 lnFISit + β2 lnSEIit + β3 lnMAＲit + β4 lnNLSit + β5 lnPGDPit + β6 lnPOPit +
α0W × lnyit + α1W × lnFISit + α2W × lnSEIit + α3W × lnMAＲit + α4W × lnNLSit +

α5W × lnPGDPit + α6W × lnPOPit + εit ( 8)
基于第二部分的机理分析，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该模型以人均财政支出与国有经济投资衡量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工具与手段，以市场化指数与非公有劳动占比衡量市场推动城市发

展质量提升的努力，并借鉴已有研究加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口规模 2 个控制变量。对式( 8 )
中相关指标介绍如下: y代表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有城市发展质量、创新质量、协调质
量、绿色质量、开放质量和共享质量，均由第三部分计算得出; 人均财政支出( FIS) 采用预算内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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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除以年末总人口来表示; 国有经济投资额( SEI) 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内
资比例来表示; 鉴于各地级市无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本文通过计算各

年度市级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例来进行折算; 市场化指数( MAＲ) 选用樊纲市场化指数进行度
量［31］; 鉴于各地级市市场化程度与所在省份存在较强联系，因此，本文以省级市场化指数代表下辖

地级市的市场化程度; 非公有劳动占比( NLS) 以全市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期末人
数的比例表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PGDP) 以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年末总人口表示; 人口规模( POP)
以城市年末总人口表示。此外，模型中 i代表城市; t代表年份; C 为常数项; W为空间权重矩阵; εit

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影响因素的集合。在不改变数据原特征的前提下，为消除数据中的异方差
并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值进行研究。
( 三) 回归结果分析

政府与市场两大主体对城市发展质量及其 6 个维度影响的估计结果详见表 4。

表 4 政府与市场对城市发展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城市发展质量 创新质量 协调质量 绿色质量 开放质量 共享质量

自变量

人均财政支出
0. 016 7＊＊＊ 0. 048 4 0. 010 8＊＊＊ 0. 032 6＊＊＊ －0. 080 6＊＊ －0. 128 3＊＊＊

( 5. 33) ( 1. 59) ( 6. 08) ( 4. 71) ( －2. 63) ( －13. 64)

国有经济投资额
0. 013 3＊＊＊ 0. 271 3＊＊＊ 0. 001 7 0. 015 7＊＊＊ 0. 021 5 0. 067 2＊＊＊

( 7. 20) ( 15. 18) ( 1. 63) ( 3. 85) ( 1. 19) ( 12. 18)

市场化指数
0. 002 9 0. 530 0＊＊＊ 0. 007 6 －0. 003 2 0. 264 3＊＊＊ －0. 033 6

( 0. 35) ( 6. 65) ( 1. 63) ( －0. 18) ( 3. 29) ( －1. 37)

非公有劳动占比
0. 001 7 －0. 001 9 0. 005 8＊＊＊ 0. 000 7 －0. 082 0 －0. 027 1＊＊＊

( 0. 74) ( －0. 09) ( 4. 46) ( －0. 14) ( －0. 65) ( －3. 94)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10 8＊＊＊ 0. 179 2＊＊＊ 0. 008 6＊＊＊ 0. 012 5* －0. 057 2* 0. 014 4

( 3. 52) ( 6. 04) ( 4. 97) ( 1. 84) ( －1. 91) ( 1. 57)

人口规模
0. 011 9＊＊＊ 0. 220 5＊＊＊ 0. 011 9＊＊＊ 0. 022 8＊＊ －0. 011 3 －0. 113 8＊＊＊

( 2. 72) ( 5. 19) ( 4. 78) ( 2. 35) ( －0. 26) ( －8. 66)

人均财政支出
0. 027 7＊＊＊ 0. 014 5 0. 007 3＊＊＊ 0. 027 5＊＊ 0. 113 5＊＊ 0. 148 5＊＊＊

( 5. 56) ( 0. 31) ( 2. 61) ( 2. 52) ( 2. 37) ( 10. 14)

国有经济投资额
0. 006 5＊＊ －0. 097 5＊＊＊ －0. 006 6＊＊＊ 0. 019 2＊＊＊ －0. 135 5＊＊＊ －0. 004 1

( 2. 08) ( －3. 21) ( －3. 78) ( 2. 80) ( －4. 47) ( －0. 43)

市场化指数
0. 019 3＊＊ －1. 009 2＊＊＊ 0. 047 7＊＊＊ －0. 007 7 0. 189 3＊＊ 0. 08 36＊＊＊

自变量的 ( 2. 08) ( －11. 16) ( 8. 81) ( －0. 38) ( 2. 07) ( 3. 01)

空间滞后项
非公有劳动占比

－8. 06 ×10 －7 －0. 052 5 －0. 004 1 0. 003 5 0. 024 3 －0. 007 7

( －0. 00) ( －1. 17) ( －1. 57) ( 0. 34) ( 0. 54) ( －0. 56)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17 8＊＊＊ －0. 012 2 0. 004 5 －0. 037 0＊＊＊ 0. 241 8＊＊＊ －0. 004 3

( －3. 43) ( －0. 24) ( 1. 51) ( －3. 22) ( 4. 75) ( －0. 28)

人口规模
0. 024 6＊＊＊ －0. 073 4 0. 002 0 0. 028 2 －0. 142 6* 0. 130 2＊＊＊

( 2. 99) ( －0. 92) ( 0. 43) ( 1. 55) ( －1. 77) ( 5. 29)

ρ 0. 060 7＊＊＊ 0. 449 0 0. 268 3＊＊＊ 0. 042 9* 0. 006 9 0. 232 9＊＊＊

( 2. 68) ( 26. 72) ( 13. 64) ( 1. 95) ( 0. 30) ( 11. 54)

拟合优度 0. 269 1 0. 656 3 0. 083 7 0. 260 2 0. 005 3 0. 003 5

logL 8 105. 365 1 027. 048 10 318. 027 4 947. 122 972. 545 5 3 715. 004

样本数 3 976 3 976 3 976 3 976 3 976 3 976

注:＊＊＊、＊＊和* 表示变量分别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中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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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政府主体的回归结果看，人均财政支出与国有经济投资 2 个指标均对城市发展质量的
提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财政支出增加 1 个百分点，城市发
展质量就会增加 0. 016 7 个百分点; 国有经济投资增加 1 个百分点，城市发展质量就会增加 0. 013 3
个百分点。2 个指标同时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中国政府在主导城镇化的同时，通过
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投资等支出手段有效推动了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 2) 基于人均财政支出指
标的回归结果看，人均财政支出显著提升了协调与绿色质量，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财政

支出增加 1 个百分点，将分别促进协调和绿色维度增加 0. 010 8 和 0. 032 6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
明在样本期内，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手段有效促进了协调与绿色质量的提升。然而，人均财政支出
却抑制了开放与共享维度的质量，在保持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财政支出增加 1 个百分
点导致开放与共享质量分别降低 0. 080 6 和 0. 128 3 个百分点。这可能是源于我国较高的财政分
权程度导致辖区恶性竞争流动性资源［32］降低了开放质量，同时人均财政支出增加的未能较好优化

支出结构，导致社会基尼系数提高，恶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33］，从而降低了共享质量。( 3) 从国
有经济投资的回归结果看，国有经济投资显著提高了创新、绿色和共享质量，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
况下，国有经济投资增加 1 个百分点促使创新、绿色和共享质量分别提升 0. 271 3、0. 015 7 和
0. 067 2 个百分点。这表明当前国有经济具有较强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从而能够成为推动创新的
重要载体; 同时反映出国有经济较好履行了调控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和结构的职能，有力推动了绿色

发展，有效推进了公平分配。( 4) 从市场主体的回归结果看，市场化指数与非公有劳动占比 2 个指
标对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均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与现阶段中国市场发展成熟度不高有一定
关系，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市场未能充分发挥积极推动城市发展质量提

升的作用，说明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更好发挥市场在推动城市发展质量

提升上的作用。( 5) 从市场化指数的回归结果看，市场化指数显著促进了创新与开放质量，在其他
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指数增加 1 个百分点就会促使创新和开放维度的质量分别增加 0. 530 0
和 0. 264 3 个百分点，这表明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创新活动和进出口活动开展。( 6) 从非公有
劳动占比的回归结果看，非公有劳动占比显著促进了协调质量，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非公有

劳动占比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就会促进协调质量提高 0. 005 8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我国以民营经济
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具有技术相对简单、经营相对灵活等特点，可以利用灵活的机制优势活跃在
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有效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并通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增加社会收入促进购买

力协调，最终提高协调质量。然而，非公有劳动占比对共享维度的影响却是显著为负的，在其他解
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非公有劳动占比提高 1 个百分点导致共享质量降低 0. 027 1 个百分点。究
其原因，可能当前在部分市场监管尚未形成系统的环境下，企业发展的逐利性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

现，对共享质量产生消极影响。
为进一步展示政府与市场两大主体影响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估计结果将其系

数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详见表 5。
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对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空间效应均呈现积极影响，但政府影响更为显著。

( 1) 从政府主体看，在地方官员间存在“晋升锦标赛”的情况下，城市发展质量较低区域的地方政府
有较强激励推动地方发展质量追赶超越，体现为人均财政支出与国有经济投资对城市发展质量提

升的空间效应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国有经济投资对协调质量的空间效应具
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可能因为部分地方政府主导的国有经济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会因
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影响力而导致周边城市产业不完备、盈利能力不强，从而对协调质量产生消
极影响。( 2) 从市场主体看，相较于非公有劳动占比，市场化指数对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
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其对协调、开放与共享等 3 个维度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存在显著的正
向影响。然而，市场化指数对创新维度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导致总效应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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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某地市场化程度越高会使周边城市创新质量下降，可能因为该地市场化程度的完善使得其竞

争创新要素的能力更强，从而产生了“以邻为壑”的效果。

表 5 政府与市场对城市发展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

效应 变量 城市发展质量 创新质量 协调质量 绿色质量 开放质量 共享质量

直接效应

人均财政支出
0. 017 2＊＊＊ 0. 053 8* 0. 011 5＊＊＊ 0. 033 1＊＊＊ －0. 079 3＊＊ －0. 121 7＊＊＊

( 5. 39) ( 1. 73) ( 6. 42) ( 4. 69) ( －2. 52) ( －12. 84)

国有经济投资额
0. 013 3＊＊＊ 0. 273 3＊＊＊ 0. 001 3 0. 015 7＊＊＊ 0. 020 5 0. 067 6＊＊＊

( 7. 42) ( 15. 63) ( 1. 26) ( 3. 96) ( 1. 16) ( 12. 71)

市场化指数
0. 004 0 0. 446 7＊＊＊ 0. 011 2＊＊＊ －0. 001 5 0. 272 6＊＊＊ －0. 027 1

( 0. 51) ( 6. 14) ( 2. 62) ( －0. 09) ( 3. 54) ( －1. 20)

非公有劳动占比
0. 001 7 －0. 008 3 0. 005 6＊＊＊ 0. 000 7 －0. 082 2 －0. 027 8＊＊＊

( 0. 75) ( －0. 36) ( 4. 39) ( 0. 14) ( －0. 75) ( －4. 1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10 5＊＊＊ 0. 187 2＊＊＊ 0. 009 0＊＊＊ 0. 012 1* －0. 057 0＊＊ 0. 014 3*

( 3. 75) ( 6. 53) ( 5. 60) ( 1. 95) ( －2. 06) ( 1. 68)

人口规模
0. 012 5＊＊＊ 0. 227 1＊＊＊ 0. 012 4＊＊＊ 0. 023 7＊＊ －0. 008 5 －0. 107 3＊＊＊

( 2. 77) ( 4. 93) ( 4. 78) ( 2. 37) ( －0. 19) ( －7. 85)

间接效应

人均财政支出
0. 029 6＊＊＊ 0. 060 0 0. 013 0＊＊＊ 0. 029 2＊＊＊ 0. 110 9＊＊ 0. 145 4＊＊＊

( 5. 94) ( 0. 81) ( 3. 85) ( 2. 67) ( 2. 32) ( 8. 39)

国有经济投资额
0. 007 5＊＊＊ 0. 039 7 －0. 007 9＊＊＊ 0. 020 2＊＊＊ －0. 133 7 0. 014 0

( 2. 58) ( 0. 92) ( －4. 00) ( 3. 17) ( －4. 81) ( 1. 40)

市场化指数
0. 019 8＊＊ －1. 283 4＊＊＊ 0. 063 5＊＊＊ －0. 008 7 0. 184 6＊＊ 0. 092 4＊＊＊

( 2. 22) ( －12. 66) ( 11. 59) ( －0. 45) ( 2. 12) ( 3. 32)

非公有劳动占比
0. 000 3 －0. 086 7 －0. 003 2 0. 003 9 0. 024 9 －0. 016 6

( 0. 05) ( －1. 15) ( －0. 94) ( 0. 37) ( 0. 55) ( －0. 97)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17 8＊＊＊ 0. 112 7 0. 008 7＊＊ －0. 037 2＊＊＊ 0. 238 2＊＊＊ －0. 001 2

( －3. 21) ( 1. 29) ( 2. 24) ( －3. 06) ( 4. 55) ( －0. 06)

人口规模
0. 026 7＊＊＊ 0. 052 7 0. 007 1 0. 030 8 －0. 136 0 0. 129 4＊＊＊

( 2. 98) ( 0. 38) ( 1. 13) ( 1. 58) ( －1. 62) ( 4. 09)

总效应

人均财政支出
0. 046 7＊＊＊ 0. 113 7 0. 024 6＊＊＊ 0. 062 4＊＊＊ 0. 031 5 0. 023 7

( 9. 48) ( 1. 38) ( 6. 79) ( 5. 77) ( 0. 68) ( 1. 29)

国有经济投资额
0. 020 8＊＊＊ 0. 312 9＊＊＊ －0. 006 7＊＊＊ 0. 035 9＊＊＊ －0. 113 2＊＊＊ 0. 081 6＊＊＊

( 7. 13) ( 6. 50) ( －3. 15) ( 5. 68) ( －4. 19) ( 7. 63)

市场化指数
0. 023 8＊＊＊ －0. 836 7＊＊＊ 0. 074 7＊＊＊ －0. 010 2 0. 457 2＊＊＊ 0. 065 2＊＊＊

( 4. 35) ( －9. 27) ( 18. 83) ( －0. 86) ( 9. 08) ( 3. 26)

非公有劳动占比
0. 001 9 －0. 095 0 0. 002 5 0. 004 6 －0. 057 3 －0. 044 5＊＊

( 0. 37) ( －1. 10) ( 0. 56) ( 0. 41) ( －1. 19) ( －2. 3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07 2 0. 299 9＊＊＊ 0. 017 7＊＊＊ －0. 025 0* 0. 181 1＊＊＊ 0. 013 0

( －1. 22) ( 3. 01) ( 4. 06) ( －1. 92) ( 3. 25) ( 0. 59)

人口规模
0. 039 2＊＊＊ 0. 279 8* 0. 019 5＊＊＊ 0. 054 6＊＊＊ －0. 144 4 0. 022 0

( 4. 04) ( 1. 74) ( 2. 75) ( 2. 59) ( －1. 62) ( 0. 62)

注:＊＊＊、＊＊和* 表示变量分别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中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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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依据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并结合新发展理念构建了城市发展质量测算体系，测算得出中

国 284 个城市 2005—2018 年的发展质量指数，针对测算结果进行了时间、空间和区域差异维度的
分析，并进一步构建 SDM模型检验了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推动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结果及空
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 ( 1)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质量整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和“东强西弱”的
特征，并且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但这一现象呈现出逐年改善的趋势。不同城市提升幅度差别明
显，东部地区成为我国城市发展质量的“高地”，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成为了城市发展质量的“洼
地”，区域间不平衡是城市发展质量差距的主要来源。另外，城市发展质量的测算结果还反映出经
济、人口意义上规模效应对城市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
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发展质量的空间相关程度保持稳定，且受到城市间地理距离的影响较

大，城市发展质量相近的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出聚集效应。( 3) 当前政府对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存
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表征政府推动力的人均财政支出对开放与共享维度质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

响; 当前市场对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效应并不显著，但表征市场推动力的市场化指数对创新与开放

维度质量存在显著的积极性。( 4) 从空间推动效果看，当前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对城市发展质量
提升都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效应，但是国有经济投资指标对协调维度的作用以及市场化指数对创新

维度的作用均存在显著为负的空间效应。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与聚集地，城市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

之意与必然要求，关乎国计民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中国城市发展质量测
算与动力机制研究，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建议: ( 1) 城市发展要严格遵循新发展理念，避免过去盲目
追求总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始终围绕以人为核心、注重质量与效率、坚持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坚持全面
性、系统性发展思维，特别是要破除唯地区生产总值论的政绩评价体系，因地制宜采取提升城市发展
质量的战略，采用差异化路径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东部沿海地区立足自主创新、对外贸易优势，补齐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短板，关注居民购买力水平; 中部地区特别是资源富集省份，寻求打破资源诅咒

方法，促进产业、城乡协调发展;西部地区把握好“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利用好生态环境优势，立足区
域特点发展经济，全面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东北地区要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以最大诚意解决劳动

力流失问题，继而带动城市发展质量提升以形成吸引力。( 2) 弱化总量意义上区域不平衡观念，重视
城市发展质量的不平衡问题，加强城市间跨区域协作，积极促进高质量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先进技

术、知识和理念，发挥绿色低碳城市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革除区域内生产要素自由
流动的现实障碍，统筹布局居民关切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逐步缩小城市间发展质量差异，实现城市
发展质量的均衡。( 3) 更好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大主体推动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在对城市发展子
维度质量产生积极影响的方面持续发力，并厘清两大主体阻碍子维度质量提升的中间路径与机理，纠

正其负向影响，进一步释放政府与市场两大主体推动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能力。重视城市发展质量
空间外溢效应，政府要重点解决城市群内部存在的行政区划概念强、产业同质化竞争、制度衔接不畅
等问题，畅通城市群内部空间外溢效应发挥路径;同时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在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方面的

实质性作用，制定任务清单强化国家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的责任意识。市场主体要在更大空间尺
度的经济增长极( 城市群和城市带) 上发挥更强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良好促进要素流动，为城市间

在技术、金融等方面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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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urban development quality measur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coordination，greenness，openness and sharing． Selecting
the data of 284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8 as the sample，it uses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extension method to measure the urban development quality index． It then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 development quality around
the measurement index，and constructs an SDM model to analyze the driving role and spatial
effects of the two main bodi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quality．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 1 ) At present，the overall quality of China' s urban
development is showing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a pattern of " strong east and weak west" ，
and the phenomenon of uneven development is prominent; ( 2 ) China' s urban development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and cities of similar quality hav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 3) The government has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while the market' s rol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is
not significant，and this mechanism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quality dimensions; ( 4 )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have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but the test results for individual quality dimension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Key words: urban development quality; dynamic mechanism; regional difference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SD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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